
                  “文化研究”的西部经验

                     ——刘志友教授访谈

                            邹赞1

编者按：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团队中，既有活跃

在北京、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学者，也有辛勤耕耘在天山脚下

的文化研究者。他们偏居一隅，远离学术话语的核心圈层，常常被

不自觉地遮蔽在“中原中心主义”的傲慢姿态之下。但他们并不气妥，

一面在文艺学阵地稳打稳扎，梳理介绍西方文化理论，专题呈现近

现代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其相关课程开设、系统知识的传播与内

地中心城市相比，并不存在明显的时差；另一方面，他们深悟文化

研究的在地性和实践品格，尝试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和以“多

元一体”为特色的边疆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应当说，以新疆大学刘志友教授领衔的文化研究团队，在积极应

答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兴起热潮的同时，别开生面地开辟了一条重要

的地域文化研究范式。此外，由邹赞博士领衔的新疆大学比较文学

与文化研究中心，近年来尝试借助文化研究的思想话语资源，立足

新疆兵团军垦文化的当下语境，透视文本内外，探询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的文化再生如何再现军垦第一代的历史印记，进而服务于建

构一种新形势下的兵团文化认同。我们同样期待新疆大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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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这方面的扎实成果。本辑特别推出新疆大学刘志友教授专访，

让我们聆听这些来自边疆的真诚的声音。

邹赞（以下简称 “邹”）：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

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广大西部尤其是

西北地区，虽然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为“文化

研究”的本土实践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观照对象，但当下中国西

部地区的文化研究方法与路径，基本上归属于人类学、社会学

或历史学范畴，未能自觉将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文化”与“文化研

究”的跨学科范式结合起来。2000 年左右，您开始在新疆大学

开设“文化研究导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审美文化

批判 ”等课程，2005 年更是直接把 “西方文论”研究生招生方向

改为“文化研究”，显然，您对 “文化研究”的关注和内地学者并

不存在明显的时间落差。请您谈谈当初开设“文化研究”系列课

程的初衷。

刘志友（以下简称 “刘”）：我很感谢你关注到我在新疆大学这个

西北边疆高校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实践以及培养相关人才所作的工作，

并且肯定我们的工作在时间上与内地学者相比并不明显落后。我想

了一想，我们之所以表现的并不太落后，这是因为，来自西方的文

化研究的基本理论话语在中国传播并且做本土化实践，基本上都是

高校文艺学学科做的工作，我从事文艺学教学多年，当然很容易被

这个新的学术取向所吸引。其次，这个新的学术思潮关注的主要对



象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而这正是青年学生产生极

大兴趣因而普遍热心投入的一个文化潮流，作为跟他们打交道的高

校教师，我不可能闭目塞听。再者，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艺

学界虽然理论建构没有大的创新性突破，但是文艺论争却从来没有

停息过。“文化研究”传播开后，果然也引起很多讨论，这就更加引

起我的注意，感觉到这不只是个人兴趣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能回避

的学术新问题，确实应当全面介入。

于是我认真阅读了一些文化研究理论著作，比如张一兵和周宪

主持的相关译丛，尤其是罗钢跟其他几位学者分头主持编译的《文

化研究读本》、《消费文化读本》和《视觉文化读本》等，在做了

一些准备之后，我就利用我们培养方案中设计的“前沿讲座”，尝试

着为研究生开设“文化研究导引”，没想到这个 36学时的讲座居然大

受欢迎，这就为以后系列课程的开设和专业方向的调整奠定了人心

的基础。事实证明，我们这个“与时俱进”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

一方面，我们通过教学和研究，起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清楚地区

分出了文化研究不是“研究文化”，也不是对文学做“文化的研究”，发

端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完全不是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学批

评，文化研究之所以引起学生极大兴趣，是因为它关注当代文化尤

其是大众文化。我们文化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公开发表学术

性文章数量远高于其他学科方向，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敏锐介入

当代文化热点事件与大众文化现象。此外，我们也为内地一些高校，

比如北大、南大、复旦、川大 、山大、北师大、北语等名校，输送



了一批具有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素质的学生去攻读博士学位。

对于文化研究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者，

正因为是学习者，才会对这个新东西的认识逐渐全面一些，深刻一

些。比如，我在 2004年撰写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文学研究的

去合法化》，表达对引进文化研究的支持，文章刊登在《新疆大学

学报》上，还被《高校文科学报文摘》介绍了几句，当然那时的认

识现在看来还有明显缺陷。后来我又根据教学和文化实践，写了

《文化研究的四个研究模式》，尝试倡导走出理论面向文化现实。

再往后，为了继续强调文化研究不等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的对象不只是局限于文学文本，我又写了《论主导文化》。近些年，

我比较自如地投入到新疆的文化研究实践中。你也知道，张春贤书

记到新疆工作不久，就发现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发展，

于是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很有点高屋建瓴气势的口号：“以现代文化

为引领”。我在这场大讨论中做过一个长篇发言，叫做《解读“以现

代文化为引领”》，这个发言后来被收入区党委宣传部的学习材料，

又被《新疆经济报》全文发表，《新疆日报》摘要刊登，而且我在

这个发言中对“现代文化”内涵的描述，后来出现在新疆自治区第八

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这让我很欣慰。

邹：鉴于新疆在文化地理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独特性，一些极

具典型意义的地域空间，比如喀什噶尔，越来越受到文化学者

的关注，成为中亚文化关系研究或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热点

课题。您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疆喀什地域



文化研究”，该项目的重要价值得到了评委的高度认可，您是

怎样将“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与新疆地域文化研究结

合起来的？

刘：我刚才说过，对于文化研究的认识，我自己是有一个逐步自觉

的过程的。一开始的确有点人云亦云，认为文化研究就是单指当代

大众文化的研究，关注消费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重要现象，这

种认识可能主要是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影响。后来比较

多了解一些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认识到文化研究的关键不在

于研究对象的限定，而在于认识文化的视角和提出问题的方法。我

后来正式开设“文化研究导论”课程，特别认真阅读了陶东风主持翻

译的《文化研究导论》，那可是使我观念发生很大改变的一本文化

研究基础理论著作。因为它的第一章第一节“文化研究中的议题和存

在问题”开列出的 9个问题，每个都显然超出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

范畴，涉及的主要是人与文化的关系、事物意义的解释、如何理解

过去的文化、如何理解他者的文化、文化间的关系、文化与权力之

间的关系等等。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把文化主要看做是一个群体的

特定生活方式，文化研究要做的是从这种生活方式中发现贯彻于其

中的特定价值观。所以，关于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书都出了好多本，

但真正最要紧的关键词，恐怕还应当是“群体”、“生活方式”、“价值

观”、“意识形态”、“协商”和“斗争”等。

    你问到我怎样把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与新疆的地域文化

研究相结合起来，我的回答就是我对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解，即认为



文化研究主要是关注一个特定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研究体现于这

种生活方式中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你不是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吗

我想你一定注意到霍尔在他编著的《表征》的“导言”中有过一段表

述：“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

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

想法和感情。文化因而取决于其参与者用大致相似的方法对他们周

围所发生的事做出富有意义的解释，并‘理解’世界。”这个思想对我

关注喀什地域文化有很直接的影响。新疆喀什这个地方的百分之九

十以上居民是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最早的地区，一千多年了，因而呈现出极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即维吾尔——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构成显然是有

很大差异的。我们应不应当关注它、研究它？用什么样的眼光关注

它，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它？我感到，按照鲍尔德温等人在

《文化研究导论》中的主张，新疆喀什地域文化就太值得研究了！

因为我们从这个课题中能够回答他们提出的那 9个问题。所以地域

文化研究其实应当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工作之一。这是因为，我

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中国文化或曰中华文化，实际上仅仅是一个

概念，一个空壳，充其量是一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它的实体，它

的内容，它的具体形式，都只在合成中国文化地图的各个地域的文

化。因此，做好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实际上就是在践行中国文化

研究。这也是我近年来把主要精力都放到喀什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

根本原因。



邹：按照您的意思，地域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研究。而据我所知，

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早就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多年前国内就曾

经出版过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好像叫《中华文化通志》，一

百多册呢。照您现在对文化研究的理解，那么文化研究在中国

就不是您前面说的“新”学术思潮，而是早就付诸实践而且成果

斐然的“老学术”了。这似乎不符合文化研究的引进、传播和中

国本土化实践的实际进程。

刘：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确实开展得很早，也很有收获。但在我看来，

我们历来地域文化研究工作都一直存在重大缺陷。你刚才提到了那

部中国文化研究巨制，即 1998年出版的卷帙浩繁共 101巨册的

《中华文化通志》，我认为它恰恰就是存在重大缺陷的一个代表。

其中最重要的缺陷是“地域”选择上的三个片面性：一是重东部轻西

部，二是重中原轻边疆，三是重汉文化区轻少数民族文化区。

   《中华文化通志》的《地域文化志》由 10 本书组成，分别是《中

原文化志》、《秦陇文化志》、《晋文化志》、《燕赵文化志》、

《齐鲁文化志》、《巴蜀文化志》、《荆楚文化志》、《吴越文化

志》、《闽台文化志》和《岭南文化志》。我们可以这样说，这 10

个文化区域虽然文化间存在差异，但差异实在不大。基本上可以说

就是霍尔所言的“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

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的同一文化的几

群人，而与这 10个文化区域有着真正文化差异并显现出权力关系的

边疆民族地域文化，这套巨制只是略微提及了一下，这当然不符合



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的要求。

还有一个重要缺憾就是，我们现有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表明，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我们的方法论基本上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历史

学或者民族学的方法，比如“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所谓“深描”法，实

际上并没有运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而也就没有实现文化价

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和基本范畴在这些

地域文化研究中都没有用武之地。我们现在读到的这套书，基本上

都是一个模式，就是发掘该地域的文化积淀和遗存，进行分门别类

的整理和“深描”，努力呈现该地域文化的一个客观面貌。而显然，

文化研究肯定不能到此为止的。文化研究更注意分析这些文化事象

和遗存或曰“表征”所传达出的“意义”。

此外，这些地域文化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费孝通先

生所倡导的文化态度“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16个字中，只取前 4个字，每个文化区域对自己这个区域的文

化都“各美其美”，不去看与其他文化的差异，也不去看差距，当然

更别提造成这样差距的“权力关系”了。所以，我主观上有个想法，

就是尝试通过“新疆喀什地域文化研究”这个国家重大项目的实际工

作，做出一个文化研究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研究标本。我当然知道这

里面有很多具体困难，有的难度很大，比如对伊斯兰文化的价值评

价问题。不过想想总是可以的吧？

邹：文化研究的三个基本坐标是阶级、种族与性别，文化研究

的在地实践也大多是围绕上述维度展开的。我想喀什地域文化



研究也应当离不开这几个坐标，只有这样，您把喀什地域文化

研究做成文化研究意义的地域文化研究才有可能达成目标。

刘：你说的很对。文化研究之所以不同于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研

究，最根本的就是它永远持守着阶级、种族、性别这三个“基本坐

标”，不过补充一下，有时候还有“龄别”这个坐标，因为对于研究青

年亚文化，这是个很现实的坐标，比如考察“超级女声”的文化意义

和文化权力关系时就得观察年龄群。我觉得在今日中国，文化研究

这四个坐标都还不能废弃。例如我上面所说的喀什地域文化研究，

这四个坐标就都可以用来观察这个地域的文化事象。

    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抛弃了，但是它的“所指”还在那里，尤其在

文化建构过程和文化产品内在构成中，“阶级”事实上如影随形，挥

之不去。“种族”的坐标，在中国的语境中当然指的是“民族”、“族群”，

那就更不待说了，维吾尔文化基因决定了它与汉文化既有差异，又

有共通处。鲍尔德温他们关于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文化研究如

何理解过去”，启发我们从维吾尔民族历史上和中原王朝亲密关系看

到两种文化的“通而不同”。性别文化差异的问题，龄别文化差异的

问题，在喀什地域文化中都有典型的表现形式。比如今天的喀什维

吾尔族年轻人，它们在生活文化上的现代意识，肯定远远超过他们

的父辈。追求现代生活方式是维吾尔青年一代的共同愿望。而这正

是在新疆实现“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希望之所在。因为正如威廉斯

在谈到文化的“感觉结构”时所言，“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感觉的

结构”，“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



出反应，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它们的创造性

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老一代维吾尔人被伊斯兰文化熏陶

着，新的和更新一代的维吾尔人必将形成适应他们新生活方式的新

的感觉结构。那就是现代文化的结构。

邹：当前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是都市文化

与消费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底层再现与新乡村建设运动，但是

对 “华夏边缘 ”（借用王明珂的说法）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

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欠缺在地经验与情感认知，

一方面则是拘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不敢对所谓的“敏感

问题”发表言论，这实际上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

的，您认为边地这一特定的空间怎样才能浮现在当代中国文化

研究的地形图中？可以展开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哪些？

刘：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正如你所说，“华夏边缘”的地域

文化和族群文化问题，不仅对于内地学者来说是一个“敏感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工作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学者而言，这更是一个“敏

感问题”。比如在新疆，在这里做地域文化研究或民族文化研究，就

遇到既绕不开又特别难以面对的两个关键词：“少数民族”和“伊斯兰

教”。生活在新疆，我们每个人有更直接的“维护祖国统一”和“坚持民

族团结”的现实政治任务，更有必须时时处处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的

党性的要求，所以我们说话比内地学者还要难。因为内地学者的相

关声音跟我们的相关声音相比，“距离就是美”：远处说说听起来很

美，当面说出的就很不入耳。我很同意你的“不敢发言是与文化研究



的学术精神背道而驰的”认知，但实际情况怎样，你懂的！

    我现在越来越佩服费孝通先生。他提出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

结论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他有很多关于中华文化的卓越见识越来越

获得人们“点赞”。他有一个思考像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不大敢说出

来，但却的确是真话，这就是关于西部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地位的

思考。他这样说：“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两个中心主义，第一个是汉

族中心主义，再一个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两个主义把西部的

文化给淹没了。结果是大家不再去看它，不再去了解它了。即使谈

到西部，也是一讲就是汉族的东西，其实西部地区不仅仅有汉族。

西部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我们要承认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这些

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汉族一样长、一样重要和一样珍贵。”我觉得费孝

通先生已经回答了你的第一个问题：边地文化必须浮现在当代中国

文化研究的地形图中。换一句话说，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必须研究你

所说的“边地”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做边疆民族地域文化研究？在我看来主要有三方

面的目的或意义。第一是要揭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中华文化

内含有 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是由包括汉地汉文

化在内的中国其他民族、其他区域文化共同表征的。因而，地域文

化研究就不应当总是把眼光翻来覆去停留在汉地汉文化。只有把边

疆少数民族文化包容在内的文化多样性才是真的文化多样性。第二

是要证明中华文化的和谐性特征。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更应当做的大

事，是解释汉地文化之外的广大区域中，各地各族大量异质文化何



以能够与汉文化长期共存共荣，从而实证中华文化的对内包容性和

对外开放性品质，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和谐文化特征。必

须指出，这个证明远较仅仅研究汉地汉族文化之和谐困难得多。第

三是要努力指明中国各地域文化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建

设性前景。做地域文化研究，当然首先是要描写、讲述、阐释该地

域文化的显形和隐形的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路线图；

其次是要发掘贯彻于该地域文化中的价值观，描述享用该文化人群

的情感结构。但这些都应服务于一个更高远的意旨，那就是努力说

服各地域文化传统在现代文化压力下寻求并走向一种“共同文化”—

—“通而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尽管汉族人口众多，且密集于中国东部地域，但它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乃是大同小异的。但在人口稀少地域广大的新疆

地区，维吾尔等少数族群却传统地按伊斯兰文化规定的生活方式生

活。我们不能说在中华文化格局中，新疆维吾尔——伊斯兰文化的

价值和意义低于或小于东部汉文化，因为我们不能做出哪一种生活

方式优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简单判定。我们毋宁这样去认识，新疆

维吾尔——伊斯兰文化属于中华民族的特色文化。其他各少数民族

地域的文化也是这样。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众多的特色文化，方才

显出中华文化的异彩纷呈。

邹：我还想提一个有关文学史写作的问题，虽然近年来国内主

张把少数民族文学经典纳入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呼声愈益高涨，

但在文学史写作的实践中依然难寻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传统



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显然是一种“汉文化中心主义”或

“中原中心主义”，您如何评价这种偏颇的文学史书写模式？您

认为将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刘：这个问题与刚才谈过的问题密切关联，还是费孝通先生所说“两

个主义淹没西部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汉文化中心主义”根深

蒂固，这在我们很多大知识分子或者称文化权威那里也是一样。就

说关于中国文学史写作吧。我印象中只有鲁迅写中国文学史，才第

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了《汉文学史纲要》这个书名，其他不计其数

的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的著作，都会毫不客气的写下《中国文学

史》这个书名，百年来再无例外。这些标榜为中国文学史的大大小

小著作，宁肯缺失一个大国文学史应有之义的“神话和史诗”，宁肯

缺失一个大国文学史不应缺失的长篇叙事诗，也不愿把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中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以及长篇叙事诗写进他们的《中国文学

史》。例如众所周知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

《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以及有 13000 多行的维吾尔

叙事长诗《福乐智慧》，等等，这些作品早就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

誉，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名实相副地应当进入《中国文

学史》，但在我们那些汉族中国文学史专家学者眼中，这些都是“四

大皆空”。

我曾经读到著名学者郎樱的评论：“《福乐智慧是一部享誉世界

的名著”，“它的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是一位天才，一代伟人，他

在文学史上应与李白杜甫齐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



大的诗人，中国文学史上却毫无记载”。这确实是令人唏嘘的事情。

我常想，咱们生活、工作、教学、研究在内地科研机构和高校中的

专家学者尤其是那些权威们，他们但凡有一点费孝通的胸襟，但凡

有一点鲁迅的胆识，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就不会这么明显的大汉

族主义。因为正如西方“打开经典”派所指出的，“经典形成过程中权

威意见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做出选择的机构和成员本身

的偏见和局限，某些群体和个人的作品没有被收入经典”。更重要的

是这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出，“似乎无法否认，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在总体上的确受到了种族、阶级和性别歧视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

这样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作家作

品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鲍尔德温等人在《文化研究导

论》中提出的文化研究主要议题诸如“其他文化能被理解吗”、“如何

理解文化间的关系”、“文化与权力间的关系”等等，在百年来《中国

文学史》写作中都能找到答案，哪怕都是一些令今人脸红的答案。

我真诚地恳请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权威们，在你们考察中国文学

的历史时，别忘了“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文化是一个以汉文化为主文化包括其他 55个民族的文化构成的

多元一体文化，中国文学史是由各民族文学共同丰富而成的文学史。

恐怕只有这样的宽广视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中那些堪称经典的

作品才不会被疏漏，这样写成的《中国文学史》才堪称真正的《中

国文学史》。

邹：感谢刘老师极富见地的阐述，我相信您的呼声也正在逐渐



成为学界的共识，由于受制于方方面面的主客观条件，将少数

民族文学经典纳入 “中国文学史”的现状仍然不甚乐观，但已经

有一些从事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在这一领域

做出有益的尝试，比如三卷本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

我们也真诚期待中国内地主流学界能够突破“中心/边缘”的思维

模式，关注这些来自边疆的声音、边疆的目光、边疆的馈赠。

刘：谢谢。让我们共同努力！


